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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如何应对“中产焦虑” 
 

 仇立平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 
 

  与普遍焦虑相伴随的就是普遍的不安全感。社会因此变得非常浮躁，就如处在青春期的青年。

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在奔向现代化过程中不得不经历的“青春期”里，如何尽可能将青春期可能

发生的“逆反心理”降到最低程度。 
  最近几年来，有不少人产生所谓的焦虑感。刚富裕起来的城市中产阶层，产生的焦虑可能更

多。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底层社会，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依靠个人努力，改变了原来贫困的状

况，过上了比较体面的生活。他们的焦虑主要是两个：第一，能不能保住已经获得的社会地位。

第二，下一代能不能像他们一样过上体面的生活，继续成为中产阶层的一员？于是在我们这样一

个“崇尚”教育的社会里，在“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理念下，大家都不得不纷纷竭力投入

于一件被认为是错误的事情中。 
  改革开放以后，不同阶层的生活水平或多或少都得到了提高或改善，因此这些普遍性焦虑被

“美好”地称为“成长的烦恼”，但是与普遍焦虑相伴随的就是普遍的不安全感。社会因此变得

非常浮躁，就如处在青春期的青年。如何正确认知这些焦虑应该是每个人应该面对的问题。我们

这个古老的国家在奔向现代化过程中不得不经历的“青春期”里，如何尽可能将青春期可能发生

的“逆反心理”降低到最低程度？ 
  首先，如何看待所谓的“地位焦虑”。每个人都希望能够保住已经获得的社会地位，并且希

望还能更上一层楼，这是人之常情，因为地位越高获得的资源也越多，生活水平越高。但是高阶

层社会地位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源”，不可能无限供给。因此，地位上升总是有限的，而且阶

层地位越高，上升越难，会受到各种制度性障碍的约束。有些学者将此称为“社会固化”或“社

会定型”，即因为制度的不合理压缩了人们的自由流动空间，最为典型的就是户籍制度以及附加

于户籍的各种社会保障或福利，比如教育资源等。而另外一种观点将此现象称为社会阶层的生产

与再生产，即社会阶层分化更多地呈现出阶层的自我复制，只有少数人才有可能从原来的阶层中

脱颖而出，一步一步慢慢地上升，并且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上升到更高的阶层。 
  而地位焦虑引发的不安全感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保障社会各阶层利

益的稳定制度。比如，对于中产阶层发育和壮大来说，国有经济要退出进入门槛比较低的产业领

域，使之成为中产阶层发育和壮大的重要平台；对于工人、农民来说，要保障他们的合法收入，

要重视劳动在价值创造中重要作用，提高他们的劳动收入；对于富人来说，要保障他们的合法财

富，对于“原罪”应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不讲法律地一味追究，将会使社会动荡不

安；对于官员来说，要严格界定“腐败”的法律界限，超越底线将严惩不贷。 
  人人都在承受工业化引发的“非预期性后果”，中国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建设，但已经过早地

进入贝克等人所说的“风险社会”。中产阶层也有着深刻的风险社会焦虑。 
  在我国，风险社会焦虑既来之工业社会的非预期性后果，又来之制度失控和道德失序。以生

态危机为主要特征的风险社会与工业社会是一个悖论，即如贝克等人揭示的那样，风险社会的因

素内存于工业社会的制度之中，只要有工业社会，就必然会有风险社会。只是在我国，风险社会

似乎来得早了一些。人类面对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的选择实际上是很无奈的：是要青山绿水的贫

困社会，还是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用工业社会的“机器”向自然索取更

多的资源从而导致生态危机？尽管理论界对于先发展后治理，还是生态原则高于一切的争论纷纷

不休，但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先发展后治理的轮回。为了满足日益膨胀的人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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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和工业社会制造出来的欲望，在科学理性的指导下，人类开始向自然开战，最后导致自然的报

复，然后又不得不将工业社会积累的财富用于对环境的治理，从而进入青山绿水的富裕社会。其

实，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实现青山绿水的富裕社会，也因为能将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

发展中国家。问题在于，我们能吗？ 
  风险社会的焦虑还在于我们的制度不完善甚至制度失控，监管不力，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平大

大下降。相对于生态风险，制度失控风险和道德风险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个不遵守制度，不讲道

德的民族不可能得到其他民族的尊敬，也不可能真正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